
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

霍　　巍

摘　要：三星堆考古打破了沉寂多年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对于古史传承体系的

讨论，一是对古史记载的古蜀及其传承体系显示出对应性的考古信息，二是对探讨

古蜀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也提供了新的线索。古蜀虽然远离中原，却在其古史传说当

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 “史实素地”可能来自

中原，也有一些更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则可能来自古蜀自身。将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四

川上古时代一并纳入这个传承体系加以考察，不难看出文献中的古蜀世系传承体系

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也和

考古信息之间互有联系。三星堆考古还与 《山海经》等古籍所载有关巴、蜀、楚的

古代文化特征有所关联，从不同的文化来源上为考察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

可与文献互证、互补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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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般？三星堆究竟是 “外来文明”还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它和中国古史记载

之间究竟有无线索可寻？

由于迄今为止我们尚无法仅利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通过器物对比来探讨三星

堆的 “来龙去脉”，所以要突破这一研究瓶颈，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 “二重证据法”，

即从地下出土之古物和古史记载相互结合来研究中国古史，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考

古材料本身是客观真实的，但并不能直接地反映器物背后的历史，而沟通两者之间

的 “信息桥梁”，对于中国这样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具有独特的文字和文献传统的文明

古国而言，无疑是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去寻找可能存在的古老线索。

因此，利用丰富的中国古史传承体系，从中探寻三星堆所反映的历史信息，不失为

可取的方法之一。

一、如何看待三星堆考古与古史传承体系

三星堆在既往的历史文献中有无线索可寻？这首先涉及一个争议多年而至今仍

存歧义的基本立场，即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古史传说及其价值。长期以来，对于 “古

史辨派”和 “疑古思潮”的历史贡献及时代局限性等问题，学术界已经有过很多讨

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史思潮

下是有积极进步的意义的，它对于冲破几千年来以儒家经典为 “正统”的封建思想

的罗网，提倡科学与民主，重建古史，均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但 “古史辨派”的局

限性在于提出了不少极端、片面的观点，如胡适１９２１年提出 “在东周以前的历史，

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① 对此李学勤先生早已提出过批评，认为其 “因怀疑过度，

难免造成古史的空白”，如此一来，“过去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

一半，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白”。② 他在２０世纪末进一步提出 “走出疑古时代”的

口号，引发热烈讨论，赞同者甚众，反对者亦有之。③ 近年来，随着中国史前考古

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对于传说中的 “三皇五帝”时代，也有学者结合考古发现进行

文献梳理，提出 “走近五帝时代”的考古学命题，④ 主张不能以 “科学”“严谨”的

名义，简单粗暴地抛弃传说史料，而应当在建立比较完善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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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再建立古史传说中的 “文化谱系”“基因谱系”“族属谱系”等，从而 “以谱系

对谱系，就如同两张网的对应，一旦基本契合，就可以提供一个较为可信的上古史

框架”。①

以今天考古学和古文献研究两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似乎已经可以达成一个基本

的共识：无论是 “走出疑古时代”，还是 “走进疑古时代”，实际上涉及的根本问题

仍然在于：我们在重建古史的过程中，一方面决不能如同反对 “走出疑古时代”的

学者所批评的那样，仅仅依靠 “已经被疑古思潮撕去神圣外衣的儒家经典”；② 但另

一方面，我们同样不能置中国古代丰富的古史传承体系于不顾 （事实上这个体系中

并不只限于 “儒家经典”，也包含了自远古时代以来极其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内

涵），而是应当采取在对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科学梳理的基础上，同时注重对传统文

献进行去伪存真、深入辨析的科学分析，开展两者之间的对证研究，寻求其间可能

存在的原初的 “历史信息”和 “历史线索”。因为无论是考古实物，还是古史传说，

都不能直接地反映已经消亡的远古历史，而只能提供给我们重建古史不同性质的若

干材料，前者虽然真实、客观，但却只是历史零散的局部、片段甚至点滴；后者虽

然貌似全面、周到，却是真伪杂陈，是经过不同时期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而

唯有结合古史传说和考古发现同步推进，才有可能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有进

一步的合理阐释。

事实上，自１９２８年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以来，考古出土的甲骨文和 《史记·殷本

纪》所记商代帝王世系的高度契合，便已经以确切的证据印证了殷墟为商代晚期都

邑，证明 《史记》等文献记载 的 晚 商 史 可 为 信 史，从 而 推 翻 了 “东 周 以 上 无 信 史”

的说法，也显示出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和中原王朝的古史传说相比较，三星堆考

古文化的主体为夏商周时期的遗存，在古史传承体系中也曾留下不少有关 “古蜀”

的传说和记载，有些古史传说还包含大量未经儒家经典 “整束”之前不那么 “雅驯”

的朴素内涵，恰可与三星堆独特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相互对应、进行比较。因此，我

们赞同当年徐旭生先生在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当中所主张的观点：“很古时

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我们现在可以毫不

疑惑地断定：凡古代的史实，只要那里面不掺杂神话，大约全是伪造，至少说它是

已经经过一番人化的工作了；反倒是淆杂神话的说法尚属近古，想推测古代的经过，

只有从那里钻研，才有可能得到靠得住结果的希望。”③ 通过探索古史传说中的这些

“质素”与 “核心”，从神话和传说中去寻找 “史实”的线索，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

角度来重新认识三星堆，从而也重新估量中国古史传承体系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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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

二、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传承体系

我们首先要进行梳理的，是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传承体系的关系。三星堆发现的

地点位于川西平原，在地理位置上恰与古史传说中 “古蜀”的地望大体相符，所以

长期以来学术界也多将三星堆和古蜀文明相互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如同李学勤先

生所言：“有关巴蜀，特别是蜀国古史的文献，内容可以说是相当丰富的。这些文献

中所记述的蜀国史迹，特点是充满了神话传说的色彩。考虑到蜀在那时是僻处边远

的少数民族，这种传说的特点不仅不足为病，反而是并非杜撰的确凿证据。从蜀国

古史涉及的地理范围看，其中心在川西平原。现在三星堆及有关考古发现，正好位

于川西平原的要津，而且有着清楚的年代，适于用来检验古史传说是否可信。”①

关于古蜀与中原关系的历史叙事，历来史家有两个讨论的热点问题。其一，是

关于商代甲骨文当中出现的 “蜀”字。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蜀，葵中蚕也。”此

系解 “蜀”字之说。《尚书·牧誓》孔颖达疏 “叟者，蜀夷之别名……是蜀夷有名叟

者也”，② 则已有将 “蜀”作为族名或国名的含义在内。《尚书·牧誓》记载，武王

伐纣，誓于 牧 野，其 所 率 八 国 之 师 当 中，有 “庸、蜀、羌、髳、微、卢、彭、濮

人”。此处的 “蜀”，已经较为明确是早期国家形态之下的军事组织。《华阳国志·巴

志》也记载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③ 但是，对于参与此次周伐殷重

大军事行动的 “蜀”的地理方位，诸家却有不同观点。陈梦家先生 《商代地理小记》

中认为只能知其大体方位： “此八国见于卜辞者有蜀、羌、微、濮四国，皆殷之敌

国。当时地望已无可考，大约皆在殷之西北、西南。”④ 胡厚宣、顾颉刚先生则主张

此处所言的 “蜀”应在 “商王直接管辖的地方”，不应当远至西南边陲。⑤ 而唐兰先

生则推断卜辞中参与周伐殷的 “蜀”，就是四川的 “蜀”。⑥ 徐中舒先生根据当时四

川新繁水观音等地出土青铜器进一步论说：“至迟在殷商的末期，四川与中原地区就

已经有紧密的联系了…… 《尚书·牧誓》说武王伐 纣 时 有 ‘庸、蜀、羌、髳、微、

卢、彭、濮人’，《华阳国志·巴志》也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殷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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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巴蜀和中原地区的 关 系，现 在 是 已 经 得 到 地 下 资 料 证 明 了。”① 对 于 此 桩 “公

案”，李学勤先生有过很好的总结：“很多人以为蜀地僻远，交通封闭，长期不通中

原，甚至怀疑随武王伐纣的蜀的地理方位。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已足以纠正这种误解，

有充分证据表明，在商代及其以前，蜀地已与中原有文化上的沟通。广汉三星堆的

发掘，更以大量材料印证了这一点。”②

新繁水观音等地出土的巴蜀青铜器年代要晚于三星堆文化，但和三星堆文化之

间有着考古文化上的连续性。虽然近年来在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中并无新的巴蜀史

资料发现，但从今天四川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总体性特征来看，至迟在殷商晚期的

三星堆文化中，已经可以确认与中原青铜文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以三星堆

等为代表的考古文化与古蜀文明有关，过去殷商甲骨文中出现的 “蜀”，即为四川之

古蜀，似也可成定谳。

其二，传说中蜀人是黄帝的后代。《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昌意是黄帝与嫘祖

的儿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黄帝崩，葬桥

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 为 帝 颛 顼 也。”③ 类 似 记 载 也 见 于 《吕 氏 春 秋·古 乐

篇》：“帝颛顼生自若水。”若水的地望即在西蜀 （详后）。《大戴礼记·帝系》：“黄

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

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上述由 《史 记·五 帝 本

纪》《吕氏春秋·古乐篇》《大戴礼记·帝系》等构建的这个传承体系，很明显是中

原古史传承体系的产物。宋人乐史 《太平寰宇记》曾参互比较诸史记载，将这一体

系杂糅到古蜀自身的古史传承体系之中： “按 《世本》、 《山海经》、扬雄 《蜀王本

纪》、来敏 《本蜀论》、《华阳国志》、 《十三州志》诸言蜀事者，虽不悉同，参伍其

说，皆言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至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 （引者按：帝喾

实为颛顼之误）。后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始称王者纵目，名蚕丛。”④ 十

分明显，将古蜀之先王 “蚕丛”与黄帝一系相连接，这是在蜀地被纳入中原文化体

系之后，具有儒家正统史观的学者将中原文化体系与古蜀不甚 “雅驯”的传承体系

两相 “嫁接”的结果。

梳理这一传说系统相对 较 为 复 杂，这 涉 及 古 史 传 说 中 “三 皇 五 帝”的 “帝 系”

及其传承关系，好在前人已经做过大量的史料辨析工作，可以借鉴其成果。徐旭生

先生在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将我国古代部族划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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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和苗蛮集团三大集团，又将黄帝、炎帝作为华夏集团的氏族代表① （这也是后世

称华夏民族为 “炎黄子孙”的由来）。蒙文通先生在 《古史甄微》中也将上古民族划

分为河洛民族、江汉民族、海岱民族三大集团，同样是以黄帝为 “河洛民族”的代

表：“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② 所以将古蜀的古史传承联系到黄帝，与中原文化

的影响直接相关。至于黄帝之子昌意 “娶蜀山氏之女”的传说，关键在于如何理解

这里出现的 “蜀山氏”。蒙文通先生认为，“蜀山”就是指今天的成都：“《路史·国

名记》说：‘蜀山 （依 《全蜀艺文志》引补 “山”字），今成都。’”这和昌意所降之

“若水”可以互证：“若水在蜀，是后来的雅砻江。”③ 这个说法也见于 《汉书·地理

志》颜师古注：蜀郡旄牛 “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绳”，④ 《水经注》亦称：“若

水出蜀郡旄牛徼外”，郦道元注：“黄帝长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于若水之

野。”⑤ 可见这套中原文化体系的传说进入到古蜀传承系统当中，在文献线索上并非

孤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帝颛顼在这个古史传承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按照

蒙文通先生所划分的 “河洛民族”体系， “黄族自黄帝而后，要以颛顼最为杰出”，

其最大的贡献在于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⑥ 徐旭生先生也认为：“在古代各帝里

面，最难明了而关系又颇为重要的莫过于帝颛顼。”这是因为他既与华夏集团有关，

又似乎与东夷集团有所联系。徐氏注意到在 《山海经》中，帝颛顼分别见于 《海外

北经》《大荒北经》《海内东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故认为像帝

颛顼这样东西南北 “无远弗届”的人物，在 《山海经》当中 “除了帝俊以外，没有

第三个人。我们想用方向猜测他所属集团的办法已经不可用”。至于帝颛顼又到了若

水，对于这种传说，徐旭生先生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应是 “关于他的神话已经散布很

远，到了四川西境”。他也同样强调，帝颛顼最为主要的事迹是 “命重黎绝地天通”，
“在宗教进化方面有特别重大的作用”。⑦ 前人关于帝颛顼在这个体系中重要性的理

解，对于认识三星堆文化的特殊面貌和内涵尤其重要，我们将在后文中详及。

上述这个以 《史记·五帝本纪》和 《大戴礼记·

海外

，



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① 刘复生认

为，这是因为 《华阳国志》的作者晋人常璩所在的时代，蜀地早已被纳入中原文化

体系，他本人 受 到 儒 家 思 想 的 熏 染 的 结 果。② 这 个 传 承 体 系 在 西 汉 褚 少 孙 注 《史

记·三代世表》时还一直延续下去：“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

来朝降，输献于汉。”③ 蒙文通先生推测这说明在汉代所谓 “西南夷”的君长中，仍

然流行蜀人为黄帝子孙之说，“可能是从这些邑君朝献时自己称述得来”，当时蜀王

后代子孙依然存在，“别人就不能找些 ‘无稽之谈’来妄称蜀的历史”，④ 这应是颇

为合理的解释。

这一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古蜀虽然远离中原，却在其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

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 “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也有

一些更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则可能来自古蜀自身。蒙文通先生曾十分敏锐地观察到：

“这里可见蜀和中原的史料分合异同之间，有共同的传说，而又有个别的传说……这

批材料中，自有许多神怪妄诞之说。其实，真正古旧史料总多妄诞，不妄诞者就难

于相信其为真正古旧史料。”⑤ 恰恰是这批看似荒诞不经，实则隐含大量历史信息的

“真正古旧史料”，为我们认识和梳理三星堆考古文化的脉络另辟门径。

例如，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器，无论从器物的

类型、形制特点上看，都与中原青铜文化出土的玉器有诸多共性，如其中的玉 璧、

牙璋、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等，都可以在中原二里头文化中找到相同的类型，⑥ 可

以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三星堆出土的带有绿松石的青铜牌饰，更是与二里

头文化中出土者十分相似。再如，虽然迄今为止三星堆尚未发现中原商周青铜礼器

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鼎，但同样可以作为礼器使用的尊和罍的发现，也足以证明三

星堆青铜器接受了来自中原商周青铜礼制的影响。以往发现的二号祭祀坑和新出土

的三号祭祀坑中，均发现了头顶青铜尊的跪坐人像，也说明青铜尊在三星堆文化中

具有重要的礼仪性质，应理解为这是蜀人接受中原商周青铜礼制的结果。⑦

最发人深思的是，三星堆考古最大的特色，是出土了青铜面具、头像、各类人

像或神像以及青铜神树等一批具有浓厚神秘色彩、造型夸张怪诞的器物群，尽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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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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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３ 《蜀志》，第１７５页。

参见刘复生：《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３页。

《史记》卷１３ 《三代世表》，第５０６页。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第３６—３８页。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第４０—４１页。

参见孙华、苏荣誉： 《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成都：巴蜀书

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３０—１４０页；西江清高主编： 《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

的新认识》，徐天进等译，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７—４３页。

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们迄今为止尚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命名以及具体性质、功能的推断，但却总体上可

以认为其与神灵、祭祀、沟通天地这类介于 “人神之间”的行为活动有关。这也是

考古学界多数人主张将出土这些器物的八个器物坑均命名为 “祭祀坑”的主要依据。

而这一点恰恰与古史传说中帝颛顼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这类具有巫觋性质的原

始宗教仪式相契合。对此张光直先生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将世界分成

天地人神等层次，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重要的成分，中国古代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

行为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他称其为 “萨满式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世界观的特征”。① 而沟通天地人神，是宗教人物的重要任务。在 《山海经》《楚辞》

《国语》等古代文献中，正是由帝颛顼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

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② 从而结束了自远古以来天地混沌、人

神不分的局面，完成了人神之间的分离，天属神，地属民。从此沟通天地人神则要

仰仗巫祝与巫术，而在巫术仪式中所要借助的神秘力量则包括商周青铜器上的各种

动物纹样、龟策、神山、神树等象征性器物。③ 如果用这个观点来解释三星堆青铜

器当中出现的上述这类具有 神 秘 色 彩 的 器 物，也 具 有 相 当 的 合 理 性。若 此 说 成 立，

那么如同上文所言，徐旭生、蒙文通先生对于帝颛顼在古史传承体系中特别显示出

其在原始宗教方面有着 “突出贡献”的评价，或许也在三星堆考古遗存之中找到了

历史的折射光影。换言之，帝颛顼在中原黄帝这一传承体系中带有厚重宗教色彩的

特点，随着中原文化向着四方的传播，也辐射影响到了西南古蜀文化，从而在三星

堆考古中得到了某些印证。

三、三星堆与古蜀文明传承体系

古蜀自身也有其独特的古史传承体系，最主要的文献依据是相传为汉人扬雄的

《蜀王本纪》和晋人常璩的 《华阳国志》这两部书。 《蜀王本纪》过去一直题为西汉

人扬雄所著，后来徐中舒先生考证认为它有可能为三国蜀汉时期的谯周所作。④ 此

书早已佚亡，在清人严可均所辑的 《全上古三代 秦 汉 三 国 六 朝 文》 中 尚 存 辑 本。⑤

相对 《华阳国志》而言，《蜀王本纪》还保留着不少蜀地旧传的 “俚俗不经”之谈，

其中有关蜀国古史的部分尤其珍贵。为方便讨论，先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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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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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５页。
徐元诰集解：《国语集解·楚语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５１５页。
参见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６—７页；《美术、神话与祭祀》，沈阳：辽宁教育

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２—６５页。
参见徐中舒：《论巴蜀文化》，第１３８—１４９页。
参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５３，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

４１３ｂ—４１５ａ页。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

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案：《御览》引作 “凡四千

岁”）。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

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

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 宇，从 天 坠 止 朱 提，有 一 女 子 名 利，从 江 源 井 中 出，

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望

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

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水出，若尧之洪水，望帝不

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

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

卢保，亦号开 明。望 帝 去 时，子 鹃 鸣，故 蜀 人 悲 子 鹃 鸣 而 思 望 帝，望 帝 杜

宇也。①

按照徐中舒先生的考证，《蜀王本纪》初名 《蜀本纪》或省称 《蜀纪》，汉末刘

焉为益州牧时，宾客中人来敏撰有 《本蜀论》，《水经注》曾经引用过其中两条，其

成书当在 《蜀 本 纪》之 前。来 敏 《本 蜀 论》中，便 已 经 记 载 了 望 帝 的 传 说，较 之

《蜀王本纪》更显古朴：

荆人鼈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

帝。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

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 使 令 凿 通 巫 峡 通 水，蜀 得 陆 处。

望帝自以德不如，遂以国禅，号曰开明。②

将上述这两段史料加以比较，《蜀王本纪》的作者显然已经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如

鼈令 （即鳖灵）治水的地点已经从 “巫山峡”改到了 “郫”的 “玉山”；新增了望帝

与鳖灵之妻私通的 “言情故事”；还新增了被唐人李商隐诗中称为 “望帝春心托杜

鹃”的 “望帝化鹃”传说；提出望帝在位时间 “积百余岁”等等，这让我们清楚地

看到了古蜀传承体系随着时代不断演变的脉络。

到了晋人常璩撰著 《华阳国志》时，对于上文中这些不符合儒家正统思想，也

极不 “雅驯”的文字内容再作了修改删定，对此顾颉刚先生在其 《〈蜀王本纪〉与

〈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一文中，曾列出两书所载二十余事加以对比，对常氏因其

时 “文籍大备，理智日高，其鄙视俚俗不经之谈而悉欲去之”的增改作了详细的考

证，对其增改的缘由也有充分的说明。③

综上可知，从 《本蜀论》到 《蜀王本纪》再到 《华阳国志》，古蜀文明这一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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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５３，第４１４ａ页。
转引自徐中舒：《论巴蜀文化》，第１３８—１４９页。
参见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第７２—７９页。



的传承体系虽然不断地增减变化，但其中最为古朴也最为核心的部分却仍然得以保

留：第一，它提出了一个与中原文化体系有所不同的 “帝王世系”，即古蜀先后经历

了蚕丛、柏濩 （即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 “朝代”。第二，古蜀的历史按照

《华阳国志》记载，上起于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的远古时代，下止于公元前３１６
年 （周慎王五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灭亡巴蜀，“凡王蜀

十二世”，① “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② 蚕丛等都是一代之名，而非一

人之名。对于 “三万四千岁”这 一 如 此 漫 长 的 世 系 年 代，前 辈 学 者 多 持 怀 疑 态 度，

对此也有不同解释。蒙文通先生特别提出应注意 “《御览》引作凡四千岁”的记载，

认为三千岁、四千岁之说在古书中 “原多互误”，从蜀国开国并历夏、商、周三代来

看，有三千岁的历史也 “并非无稽”。③ 第三，古蜀国的帝王世系并非自为一系、连

续不断，而是有着不同的来源和不同的组成部分。

将古蜀这些看似充满神话色彩的 “帝王世系”进一步加以剖析，可以发现其中

所隐藏的很可能正是古代四川地区远古文明一些真实的面貌。如果我们将包括三星

堆文化在内的四川上古时代一并纳入这个传承体系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文献中的

世系传承体系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也有着

密切关系。

首先是关于蚕丛氏。后世传说的蚕丛事迹，多与四川西北今岷江上游有关。在

《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 《蜀王本纪》中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华阳国

志·蜀志》也记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

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以往的研究者也曾将战国至汉

代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 “石棺葬”与之相比较，认为这大概是汉晋时人不识，遂将

此种石棺附会为蚕丛后 代 “纵 目 人”之 冢；或 以 为 所 谓 “纵 目”，是 古 蜀 人 面 部 有

“纵目”形象之故。④ 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之后，也有学者将青铜神兽面具上向外凸

起的眼睛以及大量眼形青铜器比之为 “



学家童恩正先生提出的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抵近成都平原西北缘山地。在温江鱼

凫村遗址宝墩文化堆积层中曾出土有彩陶片、在什邡桂圆桥遗址中体现出的粟作农

业，都有可能来自北方甘青马家窑文化区域，并有可能是通过彩陶贸易的人群带入。①

进入青铜时代后，夏代前后中国最早的两个早期铜器冶铸中心一为黄河中下游地区，

一为西北甘青地区，早在仰韶时代末期的马家窑文化中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

夏代前后这一地区的青铜制造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可与当时的中原地区并驾齐驱。

四川盆地与甘青地区相邻，通过白龙江、岷江上游地区，随着人群的流动也可能将

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传入蜀地。② 所以，“蚕丛氏”作为一种 “文化符号”和历史记

忆，象征着来自西北方向的早期人群及其文化传统是否更具说服力。

蚕丛之后为柏灌、鱼凫。虽然有学者将 “柏灌”的来源联系到川西平原因灌江

而得名的灌县 （即今都江堰所在地）来考虑还略显证据不足，不过，如将柏灌氏视

为 “蚕丛氏中向 平 原 地 区 迁 徙 的 一 支，其 活 动 中 心 在 山 区 向 平 原 过 渡 的 今 天 灌 县

（即都江堰市）一带”③ 还是有道理的。鱼凫名号的出现多为人关注，是因为在 《蜀

王本纪》和 《华阳国志》中，都记载鱼凫氏 “田于湔山”，④ 此时在文化上的一个最

为明显的特征，是农业的发达，故古史传说中将 “田于湔山”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据 《汉书·地理 志·蜀 志》记 载，湔 水 系 从 “玉 垒 山”流 出，约 在 成 都 西 北 部 一

带，⑤ 近年来在成都温江发现过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时期的 “鱼凫城”，应与这一古

老传说有关，可知成都平原应为鱼凫族活动的中心地带。

若将鱼凫作为一个族群来考虑，其文化来源同样也涉及对其历史背景的考 察。

从地名上看，先秦以来史籍中有多个与 “鱼凫”同音相近的地名，如果将这些地名

连成一线，可串联起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长江上中游地区，因此张勋燎先生

从地名学入手，首倡 “鱼凫”族为古代巴族之说。除地名学的比较之外，他还特别

列举出湖北宜昌中堡岛、路家河两处白庙文化地层中出土的一种 “鸟头形器把”，将

其与三星堆遗址所出的相似器形、战国至汉初巴蜀青铜器上的鸟形图案相比较，认

为它们和文献记 载 所 反 映 的 古 代 巴 人 西 迁 路 线 以 及 早 期 巴、蜀 关 系 都 有 着 密 切 关

系。⑥ 由此可知，古代蜀人中的鱼凫氏与蚕丛氏并非同出一系，而是从长江中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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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平原沿江西上，逐步迁徙到以西地区的。①

鱼凫之后的杜宇氏也是另有其源头。前引 《蜀王本纪》记载其 “从天坠止朱提，

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 王，号 曰 望 帝，治 汶 山 下，

邑曰郫”。② 《华阳国志·蜀志》对此有更为详细的描述：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 务 农，一 号 杜 主。时 朱 提 有 氏 女 利 游 江 源，宇 悦 之，

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

自以功德高诸王，乃 以 褒 斜 为 前 门，熊 耳、灵 关 为 后 户，玉 垒、峨 眉 为 城 郭，

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

玉垒山以除水害。③

这段史料中有关杜宇氏的 来 源，有 “从 天 坠 止 朱 提”之 语，这 和 《水 经 注·江 水》

引来敏 《本蜀论》的记载相同：“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

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④ 这里提到的 “朱提”或 “朱利”实为一地，一般认

为是今云南昭通。⑤ 杜宇娶朱提女子为妻，这至少可以认为，古蜀族有一支可能是

来自从南北上、自云南进入到川西的族群。

杜宇之时大约也是古蜀疆界发展得最为辽阔的时期，文中所描述此时的古蜀国

疆域四至大致为：北面抵达今陕南汉中盆地；西到四川宝兴、芦山一线；南抵云南、

贵州；由于东面是巴楚，而蜀本与巴同囿，相互交错，时有变化，故边界难以确定。

杜宇时代标志性的成就，是决玉垒山以除水害，由其 相 鳖 令———开 明 氏 总 成 其 事。

玉垒山即今都江堰所在之处一带的山脉，这很可能是战国时蜀相李冰都江堰治水工

程的前奏，我们也可以由此推测这时成都平原水利工程的发展进步对于古蜀国的农

业经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此时蜀国的都城也迁至成都平原的 “郫邑”或 “瞿上”。

杜宇之后的开明氏，是古蜀国的最后一个 “王朝”。开明氏即鳖灵，关于鳖灵氏

的来源，在来敏的 《本蜀论》、传为扬雄的 《蜀王本纪》中都记载其为死后自东方沿

江而上的 “荆人”，见到望帝杜宇之后才又复活于汶山之下。尽管常璩 《华阳国志》

认为其荒诞不经，将这些内容一概删去，但这些原始、古朴的神话传说中所包括的

一条重要的历史信息却并不能抹杀，即开明氏可能原系长江中游荆楚地区的族群，

以善于治水而著称，后来东迁至成都平原，取杜宇氏而代之，成为最后的蜀王。

关于开明氏的治水，来敏 《本蜀论》记载：“帝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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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治水的地方还在巫峡。而 《蜀王本纪》则已记载为：“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

处。”① 地点更确指为 “玉山”，也即 “玉垒山”，如前所述大致应当在今成都平原都

江堰一带。《水经注·江水》记载：“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② 这和 《禹

贡》记载大禹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③ 的事迹又极为相似。对此，我们赞同刘琳

先生的看法：“这些记载和传说都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治水的功绩，而其时间都在李

冰治水以前，前人谓李冰凿离堆，误。李冰修都江堰，疏通与扩大宝瓶口，然非始

凿……另外 还 有 传 说，说 开 明 凿 巫 峡，开 金 堂 峡，使 ‘蜀 得 陆 处’，显 系 附 会。”④

不过，鳖灵氏利用长江中游荆楚一带的水利技术在蜀地治水成功，应当包含有科学、

合理的因素在内。

通过上文对古蜀传承体系的梳理，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首先，古蜀的确有着

与中原古史传承体系有别的独立体系，分别以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世

为其代表，各世各有其名号，实质上均各为一部族集团，各世之下还有各代、各王

的传说，它和中原古史传承体系中的 “帝系”极不相同。

其次，这些部族集团并不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世系传承系统，当中既有来自西蜀

本土者，也有来自西北、西南和东方长江中下游的各个支系，表明古蜀作为一个地

域、国家来看很早便已经是一个多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开放系统，并且吸纳了来

自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观念、思想和技术融为一体，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族群。

最后，这个系统与前文所述中原古史传承体系之间，也是各有分合。前文中我

们曾举到宋人乐史 《太平寰宇记》将中原古史传承体系杂糅到古蜀体系之中的痕迹，

指出这是在蜀地被纳入中原文化体系之后，具有儒家正统史观的学者将中原文化体

系与古蜀不甚 “雅驯”的传 承 体 系 两 相 “嫁 接”的 结 果。这 里 可 以 补 充 一 点 的 是，

为何作为黄帝后裔的是蚕丛世而并非其他蜀王？通过上文对蜀王世系的梳理，我们

知道在这个传承体系当中，除蚕丛 （柏灌或可视为与其同为一系）之外，鱼凫、杜

宇、开明各世都与之不属同一系统，而是 “外来的统治者”，所以如同李学勤先生所

言 “汉代的蜀人称其先世，自然要追溯蚕丛一系的蜀王了”。⑤

在这样的一个大历史背景之下，再来观察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有些疑团似乎可

以找到一些 “解疑”的线索。例如，三星堆青铜器的 造 型、纹 饰，尤 其 是 龙、虎、

鸟、大眼兽面等神秘动物图像，和我国南方青铜器系统 （如湖南、湖北）有着密切

的联系。俞伟超先生曾结合古史传说中的 “窜三苗于三危”这个记载，推测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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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江中游古文明之间的关系，认为后者即是三星堆的来源之一。① 李学勤先生也

曾经比对三星堆祭祀坑当中出土的青铜容器龙虎尊、罍、彝等器物和陕西城固、湖

南、湖北等地同类器物，一方面认为城固已经发现有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器，所以商

文化从汉中进入四川的路线价值不容低估；另一方面则更主张另一种可能性：“三星

堆的青铜文化最接近于湖南、湖北，而且与淮河流域的安徽一隅也有联系。因 此，

我们似乎可以设想，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 湖，

同时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② 他的这个

设想，与蜀地古史传承体系中的这些神话传说之间，也有暗合之处。

再比如，四川广汉三星堆几个祭祀坑当中都出土了大量的象牙，这个现象在后

来成都平原金沙遗址祭祀区中也能见到，以滇文化为中心的云南地区可能是象牙一

个重要的来源地。三星堆祭祀坑的青铜容器当中还出土了不少的海贝，经鉴定其种

类有一类为齿贝，大小约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中间有齿形沟槽，这种海贝只产于

印度洋深海水域，显然系从印度洋北部地区传入中国西南，③ 最为可能的传播通道

是来自云南地区。另外，越南北部出土玉牙璋与三星堆所出有密切联系，这些现象

也都表明成都平原和西南方向的滇、印度、越南等地的文化交流通道一直存在。若

将这些考古现象放置在蜀国古史传承体当中来加以观察，似乎也能够寻找到文献上

的一些蛛丝马迹。

当然，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很难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考古材料的年代序

列与古蜀古史传说和传承体系中各世、各代、各王的年代一一加以对应，甚至从某

种意义而言，由于这些古史传说本身在年代上的不确定性，这样的比较也不大可能

会得到可靠的结果。但是，这却并不能妨碍我们从古史传承、神话传说中去捕捉远

古时代可贵的历史信息，反过来帮助我们认识、理解看似神秘莫测的三星堆考古复

杂多端的文化现象。如果在考古学和古史传承这两套体系之间能够观察到多个可以

相互契合之处，这种比较就是有价值的，也是将考古发现置还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之

中加以考察，对考古学文化、文献文本与古蜀早期历史进行整合、构建的可行之举。

四、三星堆与 《山海经》的古代文化系统

在中国古代传承体系中，《山海经》是一部被后世称为 “奇书”的先秦文献。三

星堆因出土了大量迄今为止在中原青铜文化体系中所不见的器物群，尤其是陆续发

现的八个祭祀坑 又 有 着 明 显 的 祭 祀 仪 式 背 景，也 曾 引 发 过 学 术 界 对 三 星 堆 考 古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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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所载若干事物之间的比较观察。在我们梳理了三星堆与中原古史传承体系

以及古蜀自身的古史传承体系之后，再从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三星堆与 《山海经》

所反映的更为宏大的古代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讨论这个问题，前辈学者蒙文通、徐旭生先生对此做过的开创性工作十分值得

借鉴。蒙氏提出的一个核心论点在于：《山海经》中的许多篇章都可能是巴蜀地域所

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具体而言，《山海经》与中原文化体系不同，而是另一

个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可 以 说 是 南 方 文 化 系 统，更 进 一 步 则 可 以 说 就 是 巴 蜀、

荆楚文化系统。首先，他最早注意到：

《山海经》中记载了不少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但是，它的记载却和先秦时中

原文化传统的说法不同。中原文化传统可以魏国 《竹书纪年》、赵国的 《世本》，

以及后来 《大戴礼》中的 《五帝德》、《帝系姓》、《史记》的 《五帝本纪》等作

为代表。这些文献记载，都是起自黄帝，而且是以黄帝作为传说的中心，把后

世帝王都列为黄帝的后代。而 《山海经》则不然，它虽曾十次提到黄帝，但它

却并没有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它更多提到的历史人物是帝俊和帝颛顼。提到

帝俊者有十六条，提到帝颛顼者有十七条。很多国家和历史人物都被认为是帝

俊或帝颛顼的后代…… 《山海经》以帝俊为中心，《世本》以黄帝为中心，在这

里表现得非常清楚…… 《山海经》和 《世本》不论在人物世系上或事物的创造

发明上，两书都各有一套互不相同的说法。但是，《世本》的说法虽不同于 《山

海经》，却和 《竹书纪年》、《五帝德》、《帝系姓》、《史记》等书的说法相合。这

些作品都 是 产 生 于 中 原 地 区，是 代 表 中 原 文 化 传 统 的 说 法。因 此，我 们 认 为

《山海经》是另一个文化传统的产物，代表着另一个文化传统。①

那么，这 “另一个文化传统”又是哪一个文化传统呢？蒙氏举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

论据在于，和中原文化系统明显不同的是，《山海经》不是以中原，而是以古代巴、

蜀、荆楚之地作为 “天下之中”来看待的。虽然全书所述地理范围极为广阔，但却

以方圆不过几百里的岷江中、上游地区记叙尤详，从 《海内经》 《大荒经》等所载

“若木”“若水”“都广”“建木”等一系列地名和神树来看，都集中于川西地区。《海

内经》不仅记载了岷江上游的小山小水，而且还提到了蜀和开明氏，故 “这部分可

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至于 《五藏山经》、《海外经》等九篇，则情况略有不同，

它所说的 ‘天下之中’虽也包括了巴、蜀地区，而同时却也包括了荆楚地区，这部

分就很可能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作品了。”②

除此之外，包括蒙氏在内的一些学者还注意到，《山海经》所记热带、亚热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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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蒙文通：《略论 〈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巴蜀古史论述》，第１４７—１５４页。
蒙文通：《略论 〈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巴蜀古史论述》，第１６５—１６８、

１６８—１６９页。



生物较其他先秦古籍为多，正是古代中国南方气候条件下的产物。 《山海经》中的

《海外经》与 《海内经》对四方方名的排列顺序也与中原传统中以东、南、西、北为

序者不同，而都是 “由南开始，由南而东，又另由西而北”。①

关于 《山海经》的成书年代，蒙氏也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它和其他先秦古籍一

样，在流传中常为后人所增削窜改，既有散亡，也有增入。不过，从 《山海经》所

记载的古代帝王来看，尽管这个系统中也包括了后世所说的 “三皇五帝”中的人物

在内，但却多为神话人物，并没有将他们形成 “人皇”系统的三皇五帝系统。以此

而论，“《山海经》的写作年代也不能晚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邹子五运之说兴起之

后……最晚部分也当写作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② 他还关注到 《海内西经》六次提

到 “开明”，认为这不能不和蜀国传说中的古帝王———十二世开明没有关系；《山海

经》原为 《山海经图》，原来所附的图虽已散亡，但字里行间时有对于这些图像信息

的透露，他推测这可能与楚人的庙堂壁画、巴蜀所传图画之间有所关联。《楚辞·天

问》：“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

行事。”③ 这一描述曲折地反映了南方的古老传统，这个传统直到 《华阳国志》记载

三国时诸葛亮 “为 夷 作 图 谱，先 画 天 地、日 月、君 长、城 府；次 画 神 龙，龙 生 夷，

及牛、马、羊”，④ 仍在部分延续。

徐旭生先生同样注意到，《山海经》所记看起来像是杂乱无章，却仍然有它 “秩

然不乱的地方”，如黄帝与炎帝的传说只在西方和北方，东方就少，南方简直没有；

共工的传说散布在北方；后稷的传说在西方；如此等类，一点不乱。而唯有帝俊和

颛顼，才是 “东西南北无所不到的”。⑤

如上所述，《山海经》不以黄帝为中心，而以帝俊和帝颛顼为中心，这个特点十

分突出。关于帝颛顼，前文已经论述过，这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在中国古史

上 “绝地天通”的重要形象，反映出商周社会极重天地鬼神和人神沟通的时代特征。

关于帝俊，徐旭生先生也专门讨论了他的特殊身份地位，他除了东南西北无所不至，

中国古代重要的发明 （农业、工业、交通工具、文艺）差不多全出于他的子孙之内，

还有一点则主要集中在他所具有的 “神性”上。如 《大荒东经》：“帝俊生中容，中

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有神，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有五采之鸟，

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⑥ 《大荒南经》：“有人三身，帝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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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使四鸟。”“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

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① 《大荒西经》：“帝俊

妻常羲，生月 十 有 二，此 始 浴 之。”② 如 上 可 见，帝 俊 不 仅 是 掌 日 月 之 神，还 是 掌

“四鸟”之神，以 “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的半人半神为其 “下友”，神坛

下也有 “采鸟是司”，这均与中原文化传统中的 “帝”的形象大不相同，具有浓厚的

神话色彩，这从一个侧面也透露出 《山海经》的文化传统的确与中原有别，杂糅了

许多怪异、荒诞、神奇的传说在内。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均注意到其独特的文化面貌，无论是神

像、神坛、神树，还是各种鸟、蛇、龙、虎、半人半兽的神怪等，都反映出这一青

铜文化所具有的 “神秘性质”，并 试 图 对 其 做 出 不 同 的 解 释。对 于 三 星 堆 与 《山 海

经》之间的相互比较，也 做 过 不 少 有 益 的 尝 试。首 先 是 三 星 堆 祭 祀 坑 的 发 掘 者 在

《三星堆祭祀坑》考古报告的 “结语”中，便对照 《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关于神人

“烛龙”的记载 （“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来解释祭祀

坑中出土的许多菱形青铜眼形器。对于出土的青铜神树，则解释为 《山海经》等古

籍中所记载的 “扶桑”或者 “若木”。③



的有关神话传说记载，神树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世界的脐带，是连接天与地的天

梯”，① 等等，兹不赘举。

由于迄今为止三星堆没有出土有铭文的器物，所以我们无法确认这种具体器物

和 《山海经》之间的比较是否可以最终成立，但无法否认，这些探索都是具有启发

意义的。因为第一，从 《山海经》的文化系统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上看，具有十分鲜

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其中有些部分可能和南方系统上古文化，尤其是和巴蜀、荆楚

一带的文化传统之间关系最为密切。前引蒙文通先生的观点虽在众多研究 《山海经》

学者中仅为一家之说，但其所举 《山海经》将 “天下之中”不是置于中原，而是置

于巴蜀、荆楚这个核心论点，却是很有说服力的，这就从逻辑上为论证蜀地三星堆

考古文化与之存在的关联性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山海经》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神话色彩和看似 “荒诞不经”的古史传说，

和三星堆祭祀坑器物群主体所反映出的不同于中原商周青铜文化的独特面貌，两者

虽然一为古史传说体系，一为考古文化体系，却多有暗相契合之处，这就加强了它

们之间的可比性和联系性

，



从不同的文化来源考察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可与文献互证、互补的新视

角。概而言之，三星堆绝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也绝不是任何 “外来文明”的产

物，而是根植于中华沃土之上古蜀先民们吸纳祖国各地文明精粹而又独具匠心的辉

煌创造。

中国大地上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都会引发国人对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灿

烂的文明成就极大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星堆和中国古史传承体系，都是前人遗留

给我们的宝贵历史遗产，就其研究的重要性，如同李学勤先生评价所言： “可以断

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

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

联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① 由三星堆考

古新发现所引发的对于中国古史重大问题和基本脉络的梳理与新证，相信还会持续

地推进下去。

〔责任编辑：晁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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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学勤：《多彩的古代区域文化》，《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李学勤说先秦》，北京：三

联书店，２０１９年，第３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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